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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中的重要碳库，其中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有机碳是湿地土壤有机碳（SOC）稳定存储的重要组分。

湖泊湿地是涵盖水文、地形和植被的综合性生态体系，因其地处水陆交错带具有明显高程差。本研究以鄱阳湖湿地表层（（0-

20cm）和底层（20-40cm）土壤为研究对象，结合地上、地下植物体组成和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探究土壤植物源和微生物源

有机碳沿高程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表层土壤 SOC 含量在对应高程上均显著高于底层土壤，并沿高程呈逐

渐升高的趋势，而底层土壤 SOC 并未随高程呈明显的梯度变化（（P>0.05）。表层和底层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28.21%-62.66%、

23.44%-54.10%）对 SOC 的贡献在对应高程上均显著高于植物源有机碳（（15.81%-25.85%、16.73%-28.35%）（（P<0.05）；其中

表层和底层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含量及其对 SOC的贡献均沿高程呈逐渐上升的趋势，而植物源有机碳则无明显的变化趋势。

基于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分析发现，植物和土壤主要是通过微生物源有机碳影响表层土壤 SOC 含量，而对底层土壤 SOC 的

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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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etlands are critical carbon reservoirs in terrestrial ecosystems, where both plant-derived and 

microbial-derived organic carbon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the stable accumulation of soil organic carbon (SOC). 

Lake wetlands represent complex ecosystems integrating hydrological, topographic, and vegetation factors, often 

exhibiting distinct elevation gradients due to their location at the land–water interface. This study investigated 

the surface (0–20 cm) and subsurface (20–40 cm) soil layers in the Poyang Lake wetland. By combining data on 

above- and belowground plant communities with key soil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the research aimed to 

clarify the distribution patterns and driving factors of plant- and microbial-derived organic carbon along elevation 

gradients. Results showed that SOC content in surface soil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in subsurface soil at the 

same elevations and exhibited a gradual increasing trend with rising elevation. In contrast, subsurface SOC 

content showed no significant variation along the elevation gradient (P > 0.05). Microbial-derived organic carbon 

accounted for 28.21% to 62.66% of SOC in surface soil and 23.44% to 54.10% in subsurface soil, significantly 

exceeding the contribution of plant-derived organic carbon, which ranged from 15.81% to 25.85% in surface soil 

and from 16.73% to 28.35% in subsurface soil across all elevations (P < 0.05). Both the absolute content and 

proportional contribution of microbial-derived organic carbon to SOC increased with elevation in both soil layers, 

whereas plant-derived carbon showed no consistent elevational trend. Partial least squares path modeling further 

indicated that plants and soil properties primarily influenced surface SOC via effects on microbial-derived carbon, 

while their impact on subsurface SOC was relatively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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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是人类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之一，碳捕获与碳封存是除碳减排外应对气候变化最具前

景的应对措施。湿地以仅占全球 5%-8%的陆地面积却贡献了全球 20%至 30%的碳储量，被认为是最具碳

汇潜力的生态系统之一[1]。然而，湿地（尤其是内陆湖泊湿地）的碳循环路径十分复杂，其碳储能力受

气候、地形、水位条件、植被和土壤环境等因素的影响，这给评估湿地碳储能力带来了巨大挑战[2]。在

当前的研究中，大多数研究仅关注湿地土壤碳含量，且都侧重于单个因素对湿地碳储存的影响，往往忽

略了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这限制了我们对湿地土壤碳储存的理解。 

在湿地系统中，地表高程的变化不仅决定了湿地土壤所处的水环境，也会直接改变植物的分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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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高程被认为是导致土壤环境（如水分、氧化还原条件、养分条件等）空间变化分异的主导因素[3, 4]。

因此，解析高程对湿地土壤有机碳（（SOC）的影响路径需要综合考虑土壤环境和植物分布。有研究认为，

影响湿地碳储存的主要因素包括湿地植被的种类、生态水位以及生态模式 [5]。在湿地系统中，植物通过

光合作用从大气中吸收 CO2，从而实现碳的初步封存。而后，植物源有机碳通过地上凋落物分解和地下

根系（分泌物和残根）两种输入途径影响湿地 SOC 的储存 [6] [7]。有研究发现，湿地植被不仅能够通过

控制净初级生产力来影响生物量和有机物含量[8]，还可以通过自身的化学计量比例（如碳氮比、木质素

含量等），进而改变土壤碳储量[9]。土壤有机碳（（SOC）储存涉及复杂的非生物和生物过程，不仅包括植

物源有机碳的输入，还取决于微生物介导的分解与合成代谢，它往往最终决定了湿地 SOC 的最终储存特

征[10]。微生物一方面通过异化分解驱动 SOC 的矿化[11]；另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同化作用合成自身物质，

最终形成微生物残体碳（MNC），其被认为是一种持久的土壤碳库的重要组成部分[12]。有研究发现，在

农田、草地和森林表层（（0-20cm）土壤中，微生物残体对 SOC 的贡献分别高达 51%、47%和 35%，并随

深度的增加而减少[13]。而在湖泊湿地土壤中，微生物残体对 SOC 的贡献度介于 20%至 30%之间[14]，但

处于不同高程的湿地土壤微生物的“碳泵”效能尚不明晰。此外，随着土壤的物理化学特性从表层向深

层变化，也会导致不同土层微生物群落组成和功能特征差异，形成不同的碳储存和转化路径[15]。近期针

对新生内陆湿地的研究发现，表层土壤 SOC、植物残体碳和 MNC 的积累量均显著高于深层土壤[16]。同

时，受限于养分限制和氧化还原条件，深层土壤中细菌残体碳（（BNC）对 MNC 的贡献随着土壤深度的

增加而增加[10]。因此，探究湖泊湿地不同土层中植物源/微生物源有机碳对高程响应的差异机制，对研究

湿地 SOC 的形成和稳定机制至关重要。 

鄱阳湖（（28°22'−29°45'N，115°47'−116°45'E）作为我国最大的淡水湖泊，因其平坦的地势和较高的水

位落差，湿地洲滩面积高达 2698 km2，占湖区总面积的 82%。水蓼(Polygonumhydropiper Linn.)、虉草

（Phalaris arundinacea L.）、灰化苔草（Carex cinerascens）、南荻（Triarrhena lutarioripari）和芦苇

( Phragmites commu-niss)作为鄱阳湖优势植被，从水域到湖岸依次分布。本研究以蚌湖（鄱阳湖大型子

湖）为代表研究区域，选择其表层（（0-20cm）和底层（（20-40cm）土壤为研究对象，采用木质素酚和氨基

糖分别作为植物和微生物源有机碳的生物标志物，结合地上、地下植物体组成和土壤性质深入分析植物

和微生物源有机碳沿高程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可为解析湖泊湿地碳汇潜力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采集与处理 

本研究选择在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典型的子湖—蚌湖（29°10′N～29°17′N, 115°54′E～

116°01′E）进行。该区域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型气候，年平均气温 17.6℃，年降水量 1 450~1550 mm。蚌

湖位于鄱阳湖东北部，枯水期与鄱阳湖主湖由修河隔开，形成一个相对独立，人为活动干扰较少的一个

湖泊系统（（图 1）。蚌湖地势平坦，海拔介于 10.5m 和 17m 之间（（吴淞高程），湿地地上植被沿不同的高

程呈现环带状分布，优势植被带垂直分布明显，从湖心至河岸依次分布有水蓼、灰化苔草、南荻和芦苇

等群落。 

图 1 研究区域（A）、采样点布置（B）和不同高程样地植被特征（C）(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差异显著（P<0.05）) 

Fig.1 Research Area (A), Sampling Point Layout (B), and Veget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levation Plots (C) 



依据高程和植被分布特征进行样带布设，从湖心到河岸依次共设置 5 个采样带，分别是蓼属植物分

布带（（S1）、灰化苔草分布带（（S2）、灰化苔草和南狄混合分布带（（S3）、南狄群落分布带（（S4）以及芦苇

和篙类植物混合分布带（（S5）。于 2025 年 3 月进行样品采样，此时鄱阳湖处于枯水期末期，所有研究样

地均出露水面 120 天以上，同时也是湿地植被生长末期（即将进入丰水淹没期），地上植物生物量最大。

具体采样如下：每条采样带设立 3 个相距 50m 的采样点，每个采样点设置 5m×5m 的采样方，采用五点

取样法分别使用土钻采集 0-20cm 表层土壤和 20-40cm 底层土壤，对同一样点相应土层样品进行混合，

同时利用便携式氧化还原电位计现场测定土壤氧化还原点位。此外在每个采样点收集 3 个 1m×1m 的地

上和地下植物体（取样深度 40cm），分别获得 30 个土壤混样和植物（地上地下）样品。运回实验室后，

去除土壤中动植物残体，土壤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氨基糖、木质素酚及土壤基本理化性质的测定；

另一部分新鲜土壤放入 4℃冰箱，用于测定土壤微生物生物量碳（（MBC）、溶解性有机碳（（DOC）和溶解

性有机氮（（SON）。植物体在 60℃烘干至恒重测定生物量，而后打碎过 40 目筛用于木质素、纤维素和半

纤维素含量的测定。 

1.2 土壤和植物体基础物化性质测定 

土壤含水量（（SM）使用 105℃烘干恒重法；土壤 pH（（水土比 V/W=2.5:1）采用电位法；电导率（（EC）

采用电极法（（水土比 V/W=5:1）；总氮（（TN）采用微量凯氏定氮法；DOC 和 SON 采用 TOC 仪法；总磷

（TP）采用钒钼黄分光光度法；有机碳（SOC）采用重铬酸钾外加热法；颗粒态有机碳（POC）和矿物

结合态有机碳（（MAOC）采用湿筛法+高温外热重铬酸钾氧化-容量法[17]；土壤易氧化有机碳（（POXC）采

用 KMnO4 氧化法[18]；采用氯仿熏蒸硫酸钾（（0.5 molL-1）浸提法测定 MBC 含量，转化系数选定为 0.45[19]。 

植物体氮和磷含量分别采用凯氏定氮法和钒钼黄分光光度法；木质素、纤维素和半纤维素含量采用

Van Soest 法[20]。 

1.3 土壤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有机碳测定 

分别将木质素酚[21]和氨基糖[22]作为生物标志物测定分析土壤中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有机碳，具体如下： 

土壤氨基糖的测定与分析：将土样（0.35mg）加入 10mL HCL（6mol·L-1），在 105℃环境下水解 8h

后添加 100µL 肌醇，而后过滤调节 pH 至 6.7。利用甲醇再溶解氨基糖衍生物，而后利用气相色谱仪进行

分离，分别测定氨基葡萄糖（Glucosamine，GluN）、胞壁酸（Muramic acid，MurA）、氨基半乳糖

（Galactosamine，GalN）和氨基甘露糖（（Mannosamine， ManN）的含量。根据各组分含量计算真菌和细

菌残体碳，计算公式如下： 

FNC = (GluN/179.17-2×MurA/251.23) ×179.17×9 

BNC = MurA×45 

MNC = FNC + BNC 

NAC = MNC/MBC 

式中，FNC、BNC、MNC 分别为真菌残体碳、细菌残体碳和总微生物残体碳；NAC 为微生物残体的堆

积系数；179.17 和 251.23 分别是氨基葡萄糖和胞壁酸的分子量；9 是氨基葡萄糖到真菌残体碳的转换值；

2 是氨基葡萄糖中的细菌来源的部分与胞壁酸的比例；45 是胞壁酸到细菌残体碳的转换值。 

土壤木质素的测定与分析：将 0.50g 土样至于消解管中，依次加入 0.10g 六水合硫酸亚铁铵、0.50g

氧化铜和 0.05g 葡萄糖，而后加入 0.4ml 乙基香草醛溶液（浓度为 100μg·mL-1）和 15 mL 氢氧化钠溶液

（浓度为 2 mol·L-1），密封 170℃条件下加热搅拌 2 h，调 pH 至 2.0，而后依次加入 0.50ml 苯乙酸溶液

（溶解液）、0.10ml BSTFA（衍生化试剂）和 0.05ml 吡啶（溶剂）60℃衍生 10 min，冷却至室温后立即

上气相色谱仪进行测定。土壤样品中木质素酚含量（VSC）为香草基（V）、丁香基（S）和肉桂基（C）

单体之和，据此计算植物残体碳占总 SOC 的比例 P%。同时通过计算 V 类和 S 类的酸/醛比值(Ad/Al)v 

和(Ad/Al)s，用于估计木质素降解程度。 

1.4 数据分析 

采用 Excel 2023 对数据进行整理，用 SPSS 26.0 软件的双因素方差分析（（two-wayANOVA）对各试

验指标进行显著性分析，对数据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邓肯（（Duncan）分析法检验进行多重比较。通过 PLS-

PM 分析探究土壤粒度组成与物化因子以及细菌群落特征的关系。基于偏最小二乘法路径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Path Modeling，PLS-PM）分析植物和土壤性质对湿地有机碳的影响路径；同时进行了 Pearson

相关性统计分析，相关性热图通过 R 语言（https://www.r-project.org/）完成。 

 

2 结果 

2.1 不同高程湿地植物特征 

地上和地下生物量及植物体组成在不同高程呈差异化的分布格局（图 1C）。具体来看，地上生物量

表现为 S4（（1345.03g/m2）>S2（（902.99g/m2）、S3（（842.55g/m2）>S5（（533.82g/m2）>S1（（25.84g/m2）；地

下生物量表现为 S3（（2460.77g/m2）>S2（（2139.21g/m2）>S4（（1940.54g/m2）>S5（（648.33g/m2）>S1（（4.61g/m2）。

植物体氮、磷含量随高程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P<0.05）。值得注意的是，S4 地上和地下植物体的木质素

含量分别为 14.33g/kg 和 24.92g/kg，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P<0.05）；而对于纤维素和半纤维素，从 S2 至

S5 均呈逐渐下降的趋势。 

2.2 不同高程湿地土壤有机碳及基础理化特征分析 

表层（（0-20cm）土壤的 SOC、POC、DOC 和 MBC 在对应高程上均显著高于底层（（20-40cm）（P<0.05）。

同时，不同有机碳含量沿高程呈不同的变化规律（图 2）。对于表层土壤，SOC、DOC 和 MBC 从 S1 至

S4 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而后 S5 略有下降；S2 的 POC 含量为 7.19g/kg，S4 的 MAOC 含量为 10.17g/kg，



均显著高于其他区域（P<0.05）。对于底层土壤，SOC 和 MAOC 含量在 S3 中最高，分别为 6.79 g/kg 和

5.72 g/kg；POC 和 DOC 含量在 S4 中最高，分别为 2.53g/kg 和 36.29 mg/kg。值得注意的是，表层和底层

土壤 POXC 含量并未受海拔变化的影响（P>0.05）。 

与土壤有机碳含量类似，表层土壤养分（（包括 EC、TN、SON 和 TP）在对应高程上均显著高于底层

土壤（（P<0.05）。此外，表层和底层湿地土壤在不同高程均形成了明显的化学梯度，且变化趋势类似（（表

1）。总体来看，土壤 Eh 从 S1 至 S5 逐渐升高，而 pH、EC 和 TP 则相反（（P<0.05）。对于 TN 和 SON 从

S1 至 S4 呈逐渐升高的趋势，而后 S5 略有下降。 

表 1 不同高程土壤基础理化性质 

Table 1 Physicochemical properties of soil foundation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Depths Sites SM(%) Eh (mV) pH EC (ms/cm) TN (g/kg) SON (mg/kg) TP (g/kg) 

0-20cm 

S1 36.97 ± 1.57a* 
302.33 ± 

4.73c* 
5.09 ± 0.41a 86.35 ± 6.02a* 

1.49 ± 

0.01d*** 
10.64 ± 1.04d* 0.8 ± 0.1a 

S2 28.09 ± 1.17b 352 ± 3.61b* 4.85 ± 0.68a 
69.65 ± 

4.91b** 
1.54 ± 0.04c** 18.01 ± 1.2c** 0.88 ± 0.04a* 

S3 27.89 ± 1.59b 
351.67 ± 

5.69b* 
5.07 ± 0.34a 53.12 ± 5.08c* 

1.66 ± 

0.01b*** 

21.83 ± 

1.47b** 
0.66 ± 0.04b* 

S4 24.97 ± 1.36bc 416 ± 8.54a** 4.96 ± 0.32a 55.38 ± 5.54c* 
1.74 ± 

0.02a*** 
25.65 ± 1a** 0.62 ± 0.05b* 

S5 22.11 ± 0.49c 421 ± 11.53a* 4.31 ± 0.33a 
47.58 ± 

3.88c** 

1.62 ± 

0.01b*** 
16.89 ± 1.39c* 0.61 ± 0.03b* 

20-40cm 

S1 27.39 ± 0.62a 257.33 ± 7.57c 5.97 ± 0.45a 53.43 ± 2.46a 0.83 ± 0.02b 6.27 ± 0.39c 0.68 ± 0.01a 

S2 28.24 ± 0.61a 329 ± 7.21b 4.66 ± 0.34b 52.09 ± 3.15a 0.93 ± 0.02a 9.58 ± 0.41ab 0.71 ± 0.01a 

S3 26.45 ± 2.08ab 334 ± 11.53b 4.74 ± 0.35b 38.83 ± 5.61b 0.9 ± 0.01a 9.3 ± 0.61b 0.47 ± 0c 

S4 24.01 ± 1.4b 378 ± 7a 4.16 ± 0.57b 45.82 ± 3.58ab 0.92 ± 0.01a 10.93 ± 0.76a 0.5 ± 0.01c 

S5 20.43 ± 0.56c 
396.33 ± 

13.65a 
4.74 ± 0.28b 40.75 ± 2.88b 0.94 ± 0.01a 10.47 ± 0.51ab 0.52 ± 0.01c 

数据为平均值±标准误；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同一土层差异显著（（P<0.05)；*（（P<0.05），**（（P<0.01）

和***（P<0.001）表示在同一高程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 

 

图 2 不同高程土壤有机碳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soil organic carbon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2.3 不同高程湿地土壤植物源有机碳组成特征 

表层土壤（（67.50-153.94 mg/kg）总木质素酚（（VSC）的含量明显高于底层（（52.64-62.45mg/kg）（（P<0.05）。

此外，表层土壤的(Ad/Al)v 和(Ad/Al)s 值均显著高于底层土壤（（P<0.05）。总体来看，植物源有机碳在表

层（（15.81%-25.85%）和底层（（16.73%-28.35%）土壤 SOC 中占比（（P%）均较低。同时，表层土壤 S2 和

S3 中 P%值最高，在底层土壤中则表现出最低的 P%值（P<0.05）。 

表层土壤和底层土壤植物源有机碳的组成特征沿海拔呈不同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表层土壤中 S3

（147.23 mg/kg）的 VSC 含量最高，其次是 S2（（115.25 mg/kg）、S4（（112.41 mg/kg）和 S5（（110.95 mg/kg），



S1（（70.70 mg/kg）最低（（P<0.05）。同时，相较而言，S4 表现出最高的 C/V 和较低的(Ad/Al)v 和(Ad/Al)s；

S2 则表现出较高的(Ad/Al)v、(Ad/Al)s 和 P%。对于底层土壤，VSC 含量表现为 S5（62.36 mg/kg）>S1

（58.46 mg/kg）>S2（54.38 mg/kg）和 S3（55.56 mg/kg）和 S4（57.39 mg/kg）（P<0.05）。此外，C/V 从

S1 至 S5 逐渐降低，而(Ad/Al)v 和(Ad/Al)s 则呈逐渐上升的趋势。 

 

图 3 不同高程湿地土壤植物源有机碳组成特征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同一土层差异显著(P<0.05) 

*（P<0.05），**（P<0.01）和***（P<0.001）表示在同一高程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 

Fig. 3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derived organic carbon composition in wetland soil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2.4 不同高程湿地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组成特征 

表层土壤 MNC（2746.17-8566.56 mg/kg）、FNC（2410.12-7074.14 mg/kg）和 BNC（593.01-1899.82 

mg/kg）的含量在对应高程上显著高于底层（（1502.14-3500.46mg/kg，1190.71-2782.86 mg/kg，311.42-717.61 

mg/kg）（P<0.05）(图 4)。此外，表层土壤的 FNC%、BNC%和 MNC%在 S2、S3 和 S4 中均显著高于底

层土壤（P<0.05），而 S1、S2 的表层和底层土壤均未表现出显著差异（P>0.05）。值得注意的是，表层

（28.21%-62.66%）和底层（（23.44%-54.10%）土壤的 MNC%值在对应高程均显著高于 P%，同时，FNC%

在对应高程上也显著高于 BNC%（P<0.05）。 

图 4 不同高程湿地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组成特征 

同列不同小写字母表示在同一土层差异显著(P<0.05)； 

*（P<0.05），**（P<0.01）和***（P<0.001）表示在同一高程不同土层间差异显著 

Fig. 4 Characteristics of microbial-derived organic carbon composition in wetland soils at different elevations 

 

表层和底层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的组成特征沿海拔呈相似的变化趋势。具体来看，表层土壤 FNC、

BNC 和 MNC 及其对 SOC 的贡献从 S1 至 S4 均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底层土壤则是从 S2 至 S5 呈逐渐升

高的趋势。作为表征真菌和细菌残体相对保留量的 GluN/MurN（>5 真菌残体占主导）[23]，其值在表层



（17.45-28.24）和底层（（13.53-27.67）土壤中均大于 5，且沿高程并未呈明显的梯度变化。此外，表层和

底层土壤的 NAC 从 S1 至 S5 均呈逐渐上升的趋势（P<0.05）。 

2.5 湿地土壤有机碳沿高程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偏最小二乘路径模型（PLS-PM）分析发现（图 5A），对于表层土壤，地上植物体不仅对 FNC

（路径系数为 0.42）、BNC（（0.53）和 VSC（（0.56）具有直接影响，还可以通过影响土壤性质（（1.12），进

而影响 FNC（0.76）、BNC（0.95），最终影响 SOC；地下植物体则主要通过影响 BNC，进而影响 SOC。

对于底层土壤，地上植物体不仅可以直接影响 FNC（（-1.76）、BNC（（-0.89）和 VSC（（-1.27），还可以通过

该变土壤性质（0.67）间接影响 FNC（0.37）和 BNC（0.58）；而地下植物体主要是通过直接影响 FNC

（1.49）、BNC（0.37）和 VSC（1.41）。值得注意的是，仅发现底层土壤 BNC（0.25）对 SOC 有正向显

著影响。 

基于 Pearson 相关性分析发现（（图 5B），对于表层土壤，SOC、DOC、FNC、BNC 和 MNC 均与 Eh、

TN、DON、植物地上生物量和木质素含量呈显著正相关，与 SM、EC、TP 以及地上植物体氮、磷呈显

著负相关（P<0.05）。同时，SOC 还与地下植物体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此外，VSC 主要与 SM、TN、

DON、地上植物体生物量、木质素、纤维素、半纤维素以及地下植物体生物量和半纤维素呈显著正相关

（P<0.05）。对于底层土壤，SOC 与 TN、地上植物体纤维素、半纤维素以及地下植物体生物量呈显著正

相关，与地下植物体氮、磷呈显著负相关；VSC、FNC、BNC 和 MNC 均与 SM、地下植物体纤维素呈显

著负相关。同时，VSC 与地下植物体木质素呈显著正相关；FNC、MNC 与 Eh 和地下植物体木质素呈显

著正相关（（P<0.05）。值得注意的是，POC、DOC 均与 Eh、TN、DON、地上植物体生物量、木质素、纤

维素、半纤维素以及地下植物体生物量和半纤维素呈显著正相关，与 pH、地上植物体氮、磷以及地下植

物体氮呈显著负相关（P<0.05）。 

图 5 土壤有机碳与理化因子及植物特征的相关性 

r: 相关系数． * P＜0.05, ** P＜0.01, *** P＜0.001 
Fig. 5 Correlation between soil organic carbon and physicochemical factors and plant characteristics  

 

3 讨论 

3.1 湿地土壤有机碳对水位高程梯度变化的响应 

湿地是陆地生态系统与水生生态系统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湖泊湿地中，土壤所处高程决定了其被淹

没的频率，进而会影响土壤养分、含水量以及植物生长等生物和非生物因素[24, 25]。本研究发现，表层

（0-20cm）土壤碳（SOC、DOC 和 MNC）和氮（TN 和 SON）含量均随海拔的升高而升高，在 S4（南

狄群落分布带）达到最大。有研究认为，湿地土壤中的氧气含量会随着高程的增大而增加，最终降低有

机碳的微生物分解速率，从而有利于土壤中碳的积累[26]。同时，较低的高程和湿度会促使保护性有机

物质的释放，进而加速土壤碳的流失[27]。除了高程，植被类型也被认为是影响湖泊洲滩湿地土壤碳固

存的主要因素[28]。在本研究中，SOC 除了与 Eh、TN、DON 呈显著正相关，还受地上植物生物量、木

质素以及地下生物量的正向影响。我们前期的研究也发现，高质量植物体的分解能够通过刺激微生物分

解产生大量的易分解碳，从而导致总体碳的损失，而低质量植物体（南狄）则能够促进微生物产生更多



的难降解碳，并提高土壤碳的稳定性和碳固存[9]。同时，相较于高质量植物，低质量植物更有利于矿物

伴生有机质的形成，这可能是导致 SOC 和 MAOC 的含量在 S4 中表现最高的原因[29]。 

水位高程一般被认为比植被类型对土壤碳储存的影响更大[30]。然而，与表层土壤不同，底层（20-

40cm）土壤碳含量并未随高程变化呈规律性变化，其中 SOC 和 MAOC 在 S3（灰化苔草和南狄混合分

布带）中最高；而 POC 和 DOC 则在 S4 中最高。有研究发现植物多样性增加更有利于 SOC 含量的提

高[31]，这可能是底层土壤 S3 中碳含量较高的重要原因。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底层 SOC 除了与地下

植物体生物量呈显著正相关，还受地上植物体易降解部分（纤维素和半纤维素）的正向影响，这可能是

由于地上易降解碳组分可以通过淋溶过程影响缺氧的深层土壤 [32]。此外，关于采煤沉陷区新生内陆湿

地的研究发现，表层土壤中的顽固碳（多环芳烃）积累与 pH、阳离子交换量（CEC）以及土壤质地密

切相关，而底层土壤中则主要受土壤氮（总氮和铵态氮）的影响[16]。在本研究中，TN 和 SON 在深层

土壤中均未随高程呈规律性变化，这也可能是导致高程变化对深层土壤 SOC 影响有限的原因。 

3.2 湿地土壤植物源有机碳对水位高程梯度变化的响应 

循环往复的植物生长—死亡过程中不断以凋落物、根茬等形式向土壤输入碳，其中一部分植物残体

在微生物的参与下，经过复杂的腐殖化过程转变为一类较为稳定的有机碳[6]。由于木质素酚与土壤腐殖

质类似，均含有大量芳香环，因此木质素酚作为一种植物残体标记物被广泛用于土壤植物源有机碳储存

的评估[33]。总体来看，表层土壤总木质素酚（VSC）的含量显著高于底层土壤，同时表现出更高的降

解度（(Ad/Al)v、(Ad/Al)s）。这可能是由于植物残体持续大量的输入，导致表层土壤植物源有机碳大量

富集，同时得益于更好的氧化还原条件使得植物残体在表层土壤中更易被降解[34]。此外，本研究还发

现，在表层土壤中 VSC 主要受植物体生物量和组成的影响，并在 S3 和 S5 中分别表现出最高和最低的

VSC 含量。表明保持较高的湿地植物生物量不仅可以直接固定更多空气中的 CO2，还可将植物固碳效

应延续到表层土壤[35]。除了生物量，植物体质量也被认为是影响土壤碳储存的重要生物因素[36]。本研

究中，在生物量均较为丰富的 S2 和 S4 中分别表现出较高和较低的木质素降解度（(Ad/Al)v 和

(Ad/Al)s）。这可能是由于苔草（S2）分别作为高质量湿地植物的代表，更容易被植物分解利用，而南

狄（S4）则相反[9]。值得注意的是，底层土壤植物源有机碳受植被特征的影响较小，更多是受高程的影

响。本研究发现，VSC 含量在海拔最低（S1）和最高（S5）的区域较高，这可能是由于过湿和干旱的

土壤环境均会抑制微生物的分解，从而有利于植物残体碳的保存。此外，湿地土壤随着高程的增加，其

氧气暴露强度和时间均会增强，表现出更强的氧化还原电位（Eh），有利于产生自由基化的有机碳，这

可能是导致木质素酚的降解度（C/V、(Ad/Al)v 和(Ad/Al)s）从 S1 至 S5 逐渐降低升高的重要原因[37]。 

3.3 湿地微生物源有机碳对水位高程梯度变化的响应 

微生物在分解利用植物残体的过程中，通过分解/合成代谢将相当一部分有机碳转变为微生物来源

碳在土壤中得以稳定储存[38]。微生物生物标志物，特别是氨基糖如氨基葡萄糖（GluN）和胞壁酸

（MurA）已被用于追踪土壤中的真菌和细菌残留物[39]。总体来看，微生物源有机碳对 SOC 的贡献在对

应高程上要显著高于植物源有机碳，其中又以真菌残体为主，这主要是得益于土壤团聚体和矿物对微生

物源有机碳的保护以及真菌残体较为缓慢的分解速率[40]。关于洞庭湖的研究同样发现，MNC 含量介于

2652.70 mg/kg 和 3314.64 mg/kg 之间，其中又以 FNC 为主，占 MNC 的 70%以上[10]。相较而言，鄱阳

湖不同高程和深度的湿地土壤 MNC 含量（1190.71-8566.56 mg/kg）差异明显，同时总体来看，MNC 对

SOC 的贡献（23.44 - 62.66%）也高于沿海湿地（约占 SOC 26.3%）[41]和洞庭湖湿地（占 SOC 23.16 - 

31.65%）。这可能是由于鄱阳湖湿地具有更大的高程差，季节性水位波动形成的干湿循环过程更有利于

微生物源碳的储存[42]。此外，我们的研究发现在对应高程上，表层土壤微生物源碳（包括 MNC、FNC

和 BNC）的含量均显著高于底层，同时在生物量较大的样带（S2、S3 和 S4）微生物有机碳对 SOC 的

贡献（FNC%、BNC%和 MNC%）均显著高于底层土壤。这可能是由于随着土壤深度的增加，养分的可

利用性和氧气含量会下降，从而进一步限制微生物的生长和繁殖，并减少微生物残留的积累[13, 43]。相

比于地上植物，水位高程被认为是影响湖泊湿地 SOC 含量及微生物群落更重的环境因素[30]。我们的研

究发现，表层（除 S5）和底层（除 S1）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FNC、BNC 和 MNC）及其对 SOC 的贡

献以及微生物残体的堆积系数（NAC）沿高程总体呈不断上升的趋势。有研究发现，随着高程的增

加，水和碳源不足会抑制微生物的生长，这可能是导致微生物源有机碳在 S5 中不再继续升高的原因
[30]。有研究认为，植物生物量是 MNC 积累的最强预测因素[41]。在本研究中，发现表层土壤微生物源

有机碳（MBC、FNC 和 BNC）与植物地上生物量和木质素含量呈显著正相关；底层土壤 FNC 与地下

植物体木质素呈显著正相关外。此外，FNC 作为微生物源有机碳的主体，在表层和底层土壤中均与 Eh

呈显著正相关，与 SM 呈显著负相关。微生物作为植物残体向土壤有机碳转化的主要驱动者，其群落组

成及生活策略决定了外源有机碳的分配和存留[44]。我们前期的研究发现，高程是影响湿地土壤微生物

群落分布和碳代谢极为重要的环境因素，这可能是导致微生物源有机碳对高程变化敏感的重要原因
[45]。此外，有研究发现，将稻田改为旱地会降低土壤含水量以及提高氧化还原条件，进而提高了总氨

基糖对 SOC 的贡献[46]。综上，高程是影响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分布的重要因素，这可能是导致湖泊湿

地 SOC 总体随高程升高而升高的重要原因。 

本研究明确了鄱阳湖湿地土壤植物源和微生物源有机碳沿高程的分布特征。然而，由于采样时间单

一和采样区域的局限性，未来应开展更多的长期原位观测，分析水文年际变化对湖泊湿地有机碳储存的

影响。同时，微生物源有机碳作为湿地碳储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还应结合微生物分解代谢和合成代

谢过程，探究湖泊湿地的长期碳储存机制。 



 

4. 结论 

1）表层（0-20cm）土壤有机碳含量（包括 SOC、POC、DOC 和 MBC）在对应高程上均显著高于

底层土壤（20-40cm），并沿高程呈逐渐升高的趋势，在 S4（南狄群落分布带）达到最大；底层土壤

SOC 含量并未随高程呈明显的梯度变化，在 S3（灰化苔草和南狄混合分布带）最高。 

2）表层（15.81%-25.85%）和底层（16.73%-28.35%）土壤植物源有机碳对 SOC 的贡献（P%）均

较低，同时与总木质素酚（VSC）含量一样均未沿高程呈明显的梯度变化。相较而言，表层土壤 VSC

含量显著高于底层土壤，并表现出更高的降解率。 

3）表层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含量（包括 FNC、BNC 和 MNC）在对应高程上显著高于底层土壤；

同时，总体来看，表层和底层土壤 FNC、BNC、MNC 含量及其对 SOC 的贡献均沿高程呈逐渐上升的

趋势。 

4）表层和底层土壤微生物源有机碳对 SOC 的贡献在对应高程上均显著高于植物源有机碳。在表层

土壤中，植物和土壤主要是通过微生物源有机碳（FNC 和 BNC）影响 SOC；在底层土壤中，发现植物

和土壤对 SOC 的影响较小，且主要是通过 BNC。综上，未来可通过改变湿地植被组成和水文管理提高

湿地表层土壤的碳汇能力。然而，如何提高深层土壤的碳储能力仍是未来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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